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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修辞与词汇在互动中发展，这是语言本质所决定的。 词汇修辞化，是作为语言符号

的词汇在修辞主体达成修辞旨意的运作中转化为修辞符号的过程，存在常与变两种不同形态，其
生成机制可从语言内外两个层面来认识。 修辞词汇化可有广狭二解。 本研究主要聚焦狭义的修

辞词汇化现象。 狭义的解释是指修辞现象中词或非词的变异形式在历时发展中演变为词的过程，
其形态主要表现为新形、新构、新义、新能的固化，其发展存在初化、熟化、固化三个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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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语言修辞与词汇互动研究

汉语修辞学研究经过改革开放后的空前繁荣与沉静反思，在世纪之交出现了一个重要的

转折。 修辞学者与语言学者（特别是语法学者）不约而同地相向而行，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做

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 修辞学如何在继承陈望道修辞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在
语言学的学科群体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为语言学的发展助力，成为修辞学者共同思考

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傅惠钧（２０１７）也尝试做了一些新的探索，针对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修辞学

属性的“语言”“言语”之争，提出了“大语言修辞观”，认为修辞学的对象不是索绪尔概念中的

语言或言语，而是其上位的“言语活动”，即“大语言”，并主张建立二级符号体系，“在修辞应用

中，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语言符号整体就成了修辞符号的能指，即为‘修辞形式’，而在修辞情

境中特定的交际内容便是修辞符号的所指，即为‘修辞意义’。 相对于修辞符号来说，语言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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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只是一个表达形式”。 因而，修辞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言语主体以达成修辞旨意为目的而通

过语言符号生成修辞意义的过程。 这一研究路向努力的目标及其价值在于“使传统研究中有

意无意将语言和言语割裂研究的思路，还原整合为一体来探讨其本该是一体的运用规律，使修

辞研究更具有全面性和深刻性”（宗廷虎 ２０１８）。
在这一研究思路中，修辞与词汇、语法之间的互动，是一种本质的存在！ 就本文所讨论的

词汇而言，语言系统中一个词的词形、词构、词义、词能的形成和发展，多发生在应用之中，其动

因往往与修辞相关。 比如词义，一个新义位的出现，往往由情境中的修辞化开始，进而归结于

修辞现象的词汇化，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 新的词形的诞生，也经历同样的过程。 可见从某

种程度来说修辞与词汇、修辞史与词汇史是连体的，不可分离。 因此，互动研究是必有的视角，
这种互动研究到精微之处，甚至要对大多数的词（包括词形、词构、词义、词能等）进入词汇系

统做出修辞学视角的考察，同时也要对每个词在动态运用中的修辞新用法做出描述和解释；也
即它们是如何由一个情境中初化的修辞现象，进而熟化、固化为词汇现象的，又是如何由既成

词汇现象顺应修辞旨意实现修辞化，从而产生新词、新义、新用法的。
修辞与词汇的互动研究须从共时与历时的坐标中做动态考察。 从语言的历史长河来看，

互动是无始无终的一个过程，着眼于共时平面，当词汇进入运用时，便会受制于言语主体的修

辞旨意和言语环境。 修辞不但会使其在适应话语题旨、意图以及语境的过程中充分地显示出

它们在系统中被忽略的特征，而且会使它们顺应话语题旨、意图以及特定语境的需要发生变

异，互动便发生在这个过程中。 当然，偶尔的使用，不足以影响到它们在系统中的性质。 在系

统中的固化，往往发生在时间流里。 因而，互动的真正实现，是在历时发展的过程之中。 当一

种在系统中被忽略的特征或是变异的形式与用法被不断重复使用，使修辞色彩渐渐递减，以至

于让人们忘了曾有的修辞色彩，这便被大众所接受，而成了语言中的成分。 因此，互动的考察，
须在共时与历时的坐标中进行。

这种研究，可以朝前看，那便是预测，是推演。 比如，语言中有“奸商”一词，又有“情商”
一词，这两个“商”意义很不一样。 前者指“商人”，后者指“水平的数量化指标”。 但如果你

说：“这个人情商不高，奸商却很高。”这里“奸商”的“商”却不是商人，而是“水平的数量化

指标”，是说“用不正当手段牟取利益的能力”或“偷奸耍滑的能力”；再如果你说：“这两个

商人的经营之道大异其趣，一个是智商，一个是情商。”其中的“智商”与“情商”与原词也是

大异其趣，指的是“以智慧取胜的商人”与“以情感取胜的商人”。 但这只可看作是互动的起

点，至于“智商”“情商”“奸商”的变异用法能否被词汇系统接受，我们可以预测，但得出确

定的结论并不容易。
更为可靠的做法是朝后看，那便是实证。 回观一部汉语史，我们随处可以看到这种互动留

下的迹象。 比如汉语中有“弄璋”“弄瓦”二词，分别表示“生男”“生女”之意，语出《诗经·小

雅》，但在《诗经》中是一种情境中的描述，且尚是非线性的，至唐代诗文中出现“弄璋” “弄
瓦”，成为一种借代修辞用法，因有了线性的组合，而具有了词汇化的条件，随着使用的逐渐增

多，到了宋代渐渐固化，完成了词汇化，如“应当有子问贤否，弄璋弄瓦诗人口”（饶节《倚松诗

集》）。 词汇在修辞中创新，修辞又在发展中丰富了词汇。
修辞与词汇的互动，我们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概念，即“词汇修辞化”与“修辞词汇化”。

下面具体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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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词汇修辞化

讨论修辞与词汇的互动，需要从修辞化谈起。

１． 关于修辞化

修辞化的概念，在国外文论学者的研究中曾有过一些探讨，如美国文学批评家保罗·德·
曼（２００７: １７⁃２１）就提出过“语法修辞化”的术语①。 他从语言的修辞维度入手来解构文学作

品，其所谓“语法修辞化”是指“句法范例产生的修辞手段”，他借实例来说明语法和修辞之间

的张力。 如一段话语，描写一对夫妇正在系鞋带，妻子问丈夫是从鞋孔上面还是从鞋孔下面系

时，丈夫问：“有什么区别？”德·曼指出，恰在这里“一个完全清楚的句法范例（疑问），产生了

一个至少有两个意义的句子，其中一个在表明，而另一个在否定这一语内表现行为的方法”，
问句的意思可能只是询问，也可能是说“难道我不知道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德·曼指出，“只
有通过一个文本外的意图的介入，才能消除意义的混乱”，比如丈夫发怒。 这便是一种修辞化

视角的文学解构。
国内修辞学界对于“修辞化”也有为数不多的一些讨论，但观点很不一致。 崔应贤（２００７）

从“词语意义锤炼的总体趋向”角度来定义修辞化，认为是“与语法化词类转移完全相反的一

种运行方向”，即“虚词向实词移动，在实词里边，述谓性弱的词语向述谓性强的词语移动”等。
谭学纯（２００１: ６６—６７，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２， ２０２１）在讨论“修辞功能”“公共话题转换为个人话语”“成语

形义变异”“语言教育”等多个话题时均论及修辞化问题，他认为修辞化是一种“个人的修辞处

理”，“人对世界的把握，一旦进入审美境界，主体对世界的表述和理解，都是修辞化的”。 于广元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５）则与崔应贤的观点不同，认为“修辞化与语法化的运行方向是一致的”，“在汉语语

音、词汇、语法的发展中，修辞化所反映的修辞规律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是“汉语发展的一个普

遍动因”。 刘大为（２０１０）在讨论“语法构式与修辞构式”问题时，尽管没有提到“修辞化”的概念，
但他“将两种构式分析为一个连续统”的研究思路，已蕴含了“修辞化”的观念，修辞构式实际上

可理解为语法构式修辞化的结果。 在 ２０２２ 年中国修辞学会年会上所做的“低层语法与修辞学研

究”的报告中，他提出建立“修辞化”概念的主张，由此引出“低层语法”概念。
以上关于修辞化的讨论，且不说不同学科学者在认识和理解上存在显著差异，就是同为修

辞学，也远未达成一致。 可见这是一个尚待深入探讨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对于它的研究才刚

刚开始。
如本文开头所言，我们主张在“大语言”的视野中研究汉语修辞，提出建立“语言符号—修

辞符号”二级符号体系。 在这个研究框架之中，语言符号进入具体应用的过程或者说语言符

号转化为修辞符号的过程，便是修辞化的过程。 在 ２０２０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投标书中，
我们正式提出这一观念中的修辞化概念，或者准确地说，是对既有的修辞化概念予以了重新赋

值。 我们认为，修辞化，是语言符号在修辞主体达成修辞旨意的运作中转化为修辞符号的过

程。 一个词、一种句式，在语言系统中是静态的、社会的，当其在特定情境中服务于修辞主体的

修辞旨意表达时，便具有了动态性和个人性，原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语言符号，便成了此情此

境中特定修辞意义的载体，成了一个修辞符号的能指，这个过程便是我们所谓的修辞化过程。
这便赋予修辞化一种广义的认识和理解。 与语法化一样，修辞化也表现为一个动程。 但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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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一种稳态、缓慢的演化，而修辞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瞬态的变化，具有情境性特征。 词汇、语
法的修辞化往往是一次性的，脱离特定使用场域，词汇、语法依然故我，但其修辞化实例，若为人

们重复使用，则有可能走上词汇化、语法化之路，语言演变便由此而生。

２． 词汇修辞化的基本形态

词汇修辞化的形态不外乎“常”和“变”。
所谓“常”，是指词汇在修辞化过程中合乎常规，使用的是词汇常态的形式、意义、功能等，其

所体现的修辞意义是词汇意义的规约实现，或是由抽象到具体、一般到个别，或是由多义到单义、
含糊到明确等，总之，没有突破词语常规。 例如：

（１） “祥林嫂怎么这样
��

了？ 倒不如那时不留她。”四婶有时当面就这样
��

说，似乎是警告

她。 （鲁迅《祝福》）
“这样”是个指示代词，指示性质、状态、方式、程度等，作为语言的词，意义上具有抽象性、概括

性，当其出现在四婶的话中，便成为了一个富有丰赡、具体的特定修辞意义的修辞形式，其所指

是四婶眼中遭受二次婚姻摧残，丧夫失子后祥林嫂所呈现的全部样貌、行为和状态，如“死尸

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整日紧

闭了嘴唇”“脸色灰黑、失神”“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

影”“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而且，“这样”紧接动态助词“了”，让其具有

了动态性，与之前第一次雇用时的“那样”富有了对比变化的内涵，而四婶对比后的不满情绪

也便蕴含于“这样”之中了。 这里的“这样”与作品叙述者开头“在河边遇见她”时所见的模样

也不同，因为这是在特定情境中“四婶”眼中的特定的“这样”！ 例中叙述的话里也有“这样”一
词，其修辞意义则全然不同。 这个“这样”，是指四婶所说的“祥林嫂怎么这样了？ 倒不如那时不

留她”；需要注意的是，“这样”不只是指说话的内容，也指称说话的方式、口气等，尽管称“当面这

样说”，但从称谓、口气看，显然不是正对祥林嫂说的，而是说给旁人又故意让祥林嫂听见，用的是

一种特殊的警告方式。 从例中的“这样”一词，便可大体看出寻常词语的修辞化表现。
需要指出的是，说词汇的规约化实现没有“突破常规”，并非指绝对不变，事实上语言的词

进入修辞，本身就意味着由静态到动态的变化，这也表现于词汇的规约性修辞化。 “解冻”一
词，《汉语大词典》释为“冰冻融化”之意：

（２） 河水解冻
��

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
（汪曾祺《大淖记事》）

（３） 大地解冻
��

，开犁春耕。 （《人民日报》１９４９． ４． ６）
（４） 冻肉慢慢解冻

��
，能保持肉的养分。 （《读者》１９８４）

各例中的“解冻”受特定语境影响，表现对象显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并未改变“冰冻

融化”的常规语意。 “河水”“大地”“冻肉”等只呈现“解冻”词义“可能特征”的不同，并未改变

其“必有特征”，或赋予“不可能特征”（刘大为 ２００１: ５）。
所谓“变”，是指词汇在修辞化过程中突破常规，使用的是其变异的形式、结构、意义、功能

等，其所体现的修辞意义是语言意义的超常实现，往往改变词义的“必有特征”，或赋予“不可

能特征”。 词形的变异，比如根据既有词语临时仿造个新词来，如基于“无聊”造出个“有聊”
等，便是一种词形的变异②。 再如倒反、析字、断取、割裂、离合、藏词、联边，以及部分避讳、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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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和飞白等，也属词形的变异。 词构的变异，如把偏正结构的“孝子”用如动宾结构，表示“孝
顺儿子”之意，把偏正结构的“咸 ／鸭蛋” （咸的鸭蛋）进行重新分析，用作“咸鸭 ／蛋” （咸鸭的

蛋）。 词义的变异，即借用既有词形赋予新的意义。 例如：
（５） 这是外人看到的。 内人

��
都知道那老头才是正式的团长，那汉子则是群众。

（王安忆《舞台小世界》）
“内人”原是对人称自己妻子，这里与“外人”对比着说，指“内部的人或了解内情的人”，是临

时赋予的新义。 词语的曲用、别解、易色等都是词义变异的方式。
词能的变异，首先表现在词性的变化上，比如名词用作动词、形容词用作名词等。 例如：

（６） 一张木床、妻子、儿子，香甜
��

了一个家庭，屋外再吵再闹，也彻底酣眠不醒了。
（贾平凹《五味巷》）

这里形容词“香甜”用作动词，表现简陋生活中的家庭温馨。 词能变异有时并不表现在词性的

变异上，而是表现在词的搭配关系上。 如“绿肥红瘦”，除了“红”“绿”是词性转移外，“肥”和
“瘦”的用法也是功能变异，原本用于人和动物，这里则用来写“叶”和“花”，是词语搭配关系

的突破。
词汇形式、结构的变化往往也伴随着意义的变化，而意义变化又往往导致功能上的变化，

因而所谓变异，往往是词形、词构、词义和词能兼而有之的。 比如，偏正结构的“孝子”，变异作

动宾结构使用，词义和功能也随之变化。

３． 词汇修辞化的生成机制

修辞与词汇互动性表现最为突出的部分在于词汇变异性修辞化，本节所谓词汇修辞化限

于这一范围。
３． １　 言内：潜性语言的显性化

语言的创新，并非凭空而来。 一个新的语言形式、意义或功能的出现，往往可以，甚至是必

须从既有的语言中去寻找、推导它的依据或理据。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语言潜显理论”
认为，语言世界存在显性世界和潜性世界。 “凡有显语言的，就必然对应地存在着潜语言”③

（王希杰 １９９６: ２１９）。 潜性语言的显性化，是变异性修辞化重要的呈现方式，也是语言创新、发
展的一种机制。 就词汇来说，就存在多种层次的潜、显现象。 与“显形”“显构”“显义”“显能”
相应，语言中存在着“潜形”“潜构”“潜义”“潜能”。 “有聊”的词形，因认知中“有无”的对应

关系，本身就潜藏于“无聊”的结构中，鲁迅不过在特定情境中将其激活罢了。 胡适在讲学中，
介绍了“孔说、孟说、孙说”之后，当讲到自己的主张时用了“胡说”，幽默地表现出不无自负的

自谦，“胡说”的显义是“瞎说”，因“胡”本身的多义性，使得这一词形蕴含着“胡某人说”的潜

在意义，推而广之，“胡 Ｘ”式的词中，多有类似的潜义，如“胡言” “胡诌” “胡话” “胡吹” “胡
扯”，甚至“胡琴”“胡闹”“胡来”“胡搅”“胡搞”等。

潜性语言的存在，不只依托于显性的语言形式、意义、功能，更依托于人类认知世界的种种

方式，依托于人类语言艺术创造的丰富遗产。 一个显性的词语形式，若从人类隐喻认知的视角

去观察，便可识见其潜性意义存在的多种可能。 所谓隐喻，是指不同认知域内概念之间的投

射，以“源域”与“目标域”概念之间的相似关系为基础，并有赖于类推机制的触动。 理论上说，
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可以构成隐喻关系。 这意味着一个显性的词语形式，就蕴含着无数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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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似的潜性意义的存在，这些潜性意义都存有显性化的可能性，这便给词语创造以无限的空

间。 再从人类的转喻认知去观察，也同样可以识见一个显性词语形式可能蕴含的多种潜在意

义。 所谓转喻是指同一个认知域内概念之间的过渡，即从一个概念过渡到另一个与之相关的

概念。 这种“过渡”，有赖于概念之间的邻接性以及认知上的联想过程，它以概念之间的相关

关系为基础。 凡与这一显性词语所代表的概念具有整体与部分、集体与个体、物体与特征、本
称与别称、本体与工具、作者与作品、作品与材料、具体与抽象、原因与结果等关系的相关词语

都可能是这一词语的潜性意义。
千百年来人类在语言运用中创造的艺术遗产，也使潜性语言蕴含着无穷的可能性。 “仿

拟”，是人们创造的一种语言艺术。 借助仿拟，一个既有的词，便隐含了多个可能的新词；仿着“牛
饮”，六岁孙女舔着碗里的牛奶造出个“狗饮”来，据此你完全可以展开想象，在“Ｘ 饮”格式中， Ｘ
的位置填入任何一个动物名，甚至还可进一步去想象，任何一个双音节名词或动词等，都可以成

为仿拟的对象。 再如“析字”是利用汉字字形来进行修辞的一种艺术方法。 姚雪垠《李自成》中，
在张献忠军师徐以显密示毒害李自成的话语中，用“十八子”来指“李自成”，把不便明说的话说

得隐晦曲折。 最近刀郎新歌《罗刹海市》狂飙式地流行，给国人以巨大的听觉冲击，其中“马户”
“又鸟”的析字迅速成为了流行语，我们同样也可以展开想象，任何一个合体汉字都可拆可合，这
又隐含了多少潜性的语言形式。 “谐音”是人们借助语音进行艺术创造的手段，如《梁祝·十八

相送》“前边到了一条河，漂来一对大白鹅”，英台唱道：“雄的就在前边走，雌的后边叫哥哥。”我
们也可设想，任何一个词语形式，借助谐音都可能隐含一组意义不同的词，成为潜性的词汇。 “曲
用”是赋予一个既有的语言形式以全新的语义内容的语言艺术，就是所谓“旧瓶装新酒”的一种

创造。 前举“内人”一类用法就属于这种情况。 也同样可以设想一下，这种方式所可隐含的潜性

语言现象，会有多么庞大。 以上只是举例性说明，人类的语言创造是一个巨大的宝藏，而且还在

继续不断地创造，更别说潜性语言还有更为丰富多样的其他存在方式。
总之，潜性语言的显性化，是词汇修辞化生成的重要内部机制。
３． ２　 言外：修辞动因的驱动与语境因素的催生

以上我们着眼于言内探讨词汇变异性修辞化的生成途径和机制。 言内因素只是修辞化生

成的基础，最终实现还有赖于外部力量的推动，这首先是修辞动因的驱动。 “所谓修辞动因，
是指在修辞旨意符号化过程中，为题旨、意图之有效达成而选择、创新语言符号的驱动力。 它

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又与表达者的旨意密切相关，影响和制约着语言符号的应用” （傅惠钧

２０２２）。 修辞主体修辞旨意达成的过程，便是修辞化的过程，潜义显化是在这种外在“驱动力”
作用下得以实现的。 言内的潜在形式与言外的修辞驱动共同作用，具有变异性的新形式方能

得以自然显现。
汉语中的“河”本指黄河，后来指所有较大的河流。 据蒋绍愚（２０１５: １８５—１８７）研究，这个

变化始见于汉初，他举例：
（７） 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

山河
��

。 （贾谊《过秦论》）
分析这一变化节点上的用例，可以透视“河”的变异性修辞化的产生。 在纷乱的战局中诸国丧

失了有利战机，使得秦国轻易得势。 贾谊在此着力渲染秦国因利乘便、攻伐天下的破竹之势。
所涉不是一国一地、一山一水，他要的是一种与“天下”对应的概括表达。 正是这一特定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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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的驱动，“河”这个专名通过转指实现了类名表达，特定的修辞意义在上下文的限定，特别

是与“天下”的对举中得以浮现，词汇系统所存在的缺位，因此获得了临时补位。
语境因素的催生，也是重要的外部动力。 我们可以把语境分为言外语境和言内语境。 社

会文化背景和具体情境，属于言外语境。 词汇的变异性修辞化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和

具体情境，缺乏这种必要因素也就很难显现。 王希杰（２０１３: ２２２）所举的“狗 ／美容师”经由重

新分析出现“狗美容 ／师”的用例，这一潜构用法的显性化，若没有社会上为宠物狗美容这一新

兴行业的出现，自然是不会显现的。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出现“文盲”，７０ 年代出现“科盲”，８０ 年代

出现“法盲”，这些形式的显化都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电脑盲”“微信盲”“抖音盲”以
及新近的“ＡＩ 盲”则是在信息时代、高科技时代到来后才出现的，“Ｘ 盲”结构始终为未来的社

会开放着。 言说时的具体情境对于变异性修辞化的生成作用更为直接，如例（５）“内人”的潜

义显化，就跟具体语用情境密切相关。 作者叙述了一个关乎“汉子”和“瘦老头儿”的具体场

景，给人的印象似乎老头儿是个普通群众，然后说“这是外人看到的”，紧接着来一个转折，“内
人都知道那老头才是正式的团长，那汉子则是群众”。 在表达旨意驱动下，通过与“外人”的对

比，“内人”的潜义自然得以浮现。
变异性修辞化对于上下文往往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比如潜能的显化，名词用如形容词常

与程度副词相伴，如“非常希腊”“很淑女”“很男人”“很非洲”“很娘”等；名词用如动词其后常

带宾语或附有动态助词，如“火你两句”“狗着他点”“铁下心来”“高等动物了”；动词、形容词

用如名词常跟数量短语相伴，如“两块麻烦”“一车欢笑”“三吨烦恼”。 再如：
（８） 曹千里挪动了一下身体，他本以为改变一下姿势就可以减轻一点痛苦，缓和一

下肚内的局势
��

。 （王蒙《杂色》）
“局势”是指政治、军事等在一个时期内的发展情况，多用于宏大的领域。 但在此用一个表达

身体的词“肚内”来限定，表现对象发生了变异，这种大词小用造成的反差，诱发了这个词的潜

能和潜义的显化，获得了幽默风趣的效果。 当然，语境因素只有作用于言语主体的修辞动因，
方能成为特定词语修辞化的有效驱动力。

以上我们从内外两个层次讨论了词汇变异性修辞化的生成机制。 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

件，不能有所偏废。

三、 修辞词汇化

人们在修辞化过程中，不断创造词汇、创新用法，而这种创造、创新，凭借一定的机制，经由

人们的普遍使用，就会被词汇系统接纳，从而进一步丰富词汇系统。 词汇在修辞中创新突破，
又在修辞中丰富发展，如此循环往复，互动前行。

１． 词汇化与修辞词汇化

关于“词汇化”，傅惠钧（２０２３）曾作过一些讨论。 国内学者关于词汇化的观点较多受到布林

顿、特劳戈特（Ｌａｕｒｅｌ Ｊ． Ｂｒｉｎｔｏｎ ＆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Ｃｌｏｓｓ Ｔｒａｕｇｏｔｔ ２０１６）认识取向的影响，局限于“语
法—词汇”层面由“非词”到“词”的变化，对于国外学界另外一些声音，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布

林顿、特劳戈特（２０１６: ３３、９７—９８） 引入讨论的斯威彻尔 （ Ｓｗｅｅｔｓｅｒ）、鲍尔 （Ｂａｕｅｒ） 和布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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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ａｎｋ）等人的观点，就很不一样。 他们认为一个词在应用中获得新义也属于词汇化现象。 斯威

彻尔以意指“视觉体验”的 ｓｅｅ 发展出“理解”义为例，认为“从隐含意义到编码（规约的）意义的转

换，即从语用的到语义的多义”也属于词汇化； 鲍尔把“语义词汇化”作为词汇化的次类来看待；布
朗克将传统的语义演变的例子也归为词汇化。 国外还有学者甚至认为语义信息减少也是词汇化的

一种表现（Ｌｉｐｋａ １９７７:１６０）。 我们认为，国外研究中的这种见解，是词汇化研究中不应忽视的，尤其

对于修辞视角的词汇化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呼应与支持。
国内关于修辞词汇化的探讨，可以追溯到任学良（１９８１）的“修辞学造词法”研究，随后的一

些有关辞格造词的文章也是这一思路的延续（史锡饶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胡中文 １９９９ 等），这类探讨可

视为修辞词汇化研究的前奏。 李国南（２００１）尽管并未能够摆脱前述研究思路的影响，但已经向

实质性的词汇化研究大大迈进了一步；他把从辞格到词汇的研究，置于由“言语事实”转化为“语
言事实”的理论框架下来进行，并作了较为深入的汉外对比，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较强的探索

意义，是汉语修辞词汇化研究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其后的研究尽管不乏可圈可点者，但未能出现

相对集中又具分量的研究成果，这给修辞词汇化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在通感词汇化研究中，我们对修辞词汇化有过一些整体性思考。 对于修辞词汇化的内涵，傅

惠钧（２０２３）做了如下表述：“修辞现象中词或非词的变异形式在历时发展中演变为词的过程。”
这个表述中包含几个要素：其一，输出端输出的同样是“一个词汇”，不过，包含了旧词的新义位、
新功能等；其二，输入端，就语言单位说，除了一般所谓非词的形式外，也包括言语词形式；其三，
输入端不论词或非词，均为带有变异性的修辞现象；其四，这种变化是在历时发展中实现的，是一

个渐变的过程，使用频率是重要条件。 修辞词汇化与国内一般所谓词汇化相比，其差异主要表现

在：一般词汇化研究中输入端的“非词”主要是指大于词的短语结构单位（也包括跨层非结构单

位），其属性是“语法”的，修辞词汇化研究中输入端的“非词”既包括大于词的短语结构单位，也
包括言语词，且具有明显的变异性特征，其属性是“修辞”的；一般词汇化研究中输出端的“词”不
包括旧词衍生新义位、新功能，修辞词汇化研究中输出端的“词”包含旧词的新义位、新功能等。

以上定义，未涉及规约性修辞化现象的词汇化问题，这是否意味着，规约性修辞化现象中不

存在词汇化呢？ 其实不然。 可以说变异性修辞化现象的词汇化，是修辞词汇化研究的核心或主

要对象，但不是全部。 如前所述，规约性修辞化实际上也存在变化，只不过是微变，但是这种适应

特定情境的微变，经由重复得到强化也可能引起词汇的变化。 比如前举“解冻”一词，“冰冻融

化”之意，在整个汉语发展历程中主要体现在“江河、土地”等方面，用于“冰冻的食物融化”是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冰冻食物的开发与普及而逐渐使用开来的，客观上扩大了词义的范围。
再如在汉语方言（如麻城铁门岗话）中存在一种亲密性面称变调现象，它的产生源自“拉近交际

距离，表达说话人积极的情感与态度，显示对听话人的亲近或尊重”的修辞驱动（唐善生 ２０２３），
如认可语流中的音变是规约性修辞化的微变现象的话，那么，规约性修辞化现象的词汇化，理应

成为修辞词汇化研究的对象。 因此，我们愿意将上文的定义只作为修辞词汇化的狭义定义。 广

义地看，包括词形、词构、词义、词能，甚至词音在内的词语的任一方面在修辞应用中由临时到定

型的历时演化过程，均属修辞现象词汇化，不以显著“变异”为限。

２． 修辞词汇化的基本形态

如前所述，变异性修辞的词汇化，是修辞词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本节所谓修辞词汇化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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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范围。 修辞词汇化，主要表现为新形、新构、新义、新能等的固化。
２． １　 新形固化 是指修辞化中产生的新形式凝固成词，这是修辞词汇化的典型形式。 新形

的固化，自然也伴随意义的固化。 比如“春秋”，原本是短语，指“春季和秋季”，而《诗经·鲁颂》
中“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用借代法，表示“四时”，后经反复使用而固化，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发

展出“指人的年岁”之意。 前举“弄璋” “弄瓦”也是这种类型。 再如，通过仿拟而固化的词，“才
子—才女”“富翁—富婆”“促进—促退”“上浮—下浮”等，后者均为仿拟前者经由固化而成。 修

辞词汇化中，新形的固化占比较大。
２． ２　 新构固化 是指词的形式不变，结构发生变异，经由反复使用而固化。 比如“考绩”，“考

核工作人员的成绩”义在汉语中早已存在，是动宾结构，但在现代汉语中有了突破，用作偏正结

构，并固化为新的义位“考核的成绩”。 这种同分异构现象在词汇的发展中极为常见，另如“悲
歌”“褒称”“拨款”“捕食”等。 据调查，《现代汉语词典》（第 ７ 版）中，此类现象就有六百多例，有
动宾—定中类、状中—定中类、定中—联合类等多种形式（傅惠钧 ２０２２）。

２． ３　 新义固化 是指一个词汇现象在修辞活动中突破了旧有的词义，出现临时性新义，经由

重复固化为词的新义位。 随便翻开一本词典，就可以观察到，一个词由单义到多义，往往是通过

这样循环发展而来的。 新义的固化较为常见的是经由隐喻、转喻等途径演化而来，前者如“安澜”
“暗礁”“摆设”“扳倒”等，后者如“鞍马”“兵戈”“板眼”“伯乐”等。 也有的是经由曲用等方式演

化而来，比如汉语中“圆梦”的“实现梦想或理想”义、“七月流火”的“形容天气炎热”义等非常规

义的固化均是，赵元任（１９８５: ４９—５９）称之为“习非成是”，王力（１９４２）说的新义“寄生”现象类

此，新义与旧义无亲缘关系，乃其他词义寄托于此之谓。
２． ４　 新能固化 一个词，一开始往往是单能的，但在修辞中可临时突破功能常规，而这种

突破，经由重复就会凝固成词的新功能，这个过程循环发生，便有可能获得多种功能。 考察每

一个多功能的词，其不同功能的衍生，无不经历这样的过程。 从《现代汉语词典》中任意摘出

一些词来，便可看出这种变化的常态性。 例如，“开销”是动词，表“支付（费用）”，也是名词，
表“支付的费用”；“科学”是名词，表“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

系”，也是形容词，表“合乎科学的”；而后一意义分别都是前一意义经由变异使用逐渐固化而

来的。 词的功能固化还表现在词的搭配关系上。 比如动词的功能，由不及物到及物，由适用于

无生到适用于有生，由适用于固态到适用于液态、气态，由适用于人类到适用于动植物的变异

拓展等。

３． 修辞词汇化的阶段性

傅惠钧（２０２３）在讨论通感词汇化的过程中，提出了修辞词汇化“三阶段”说：即“初化：临时

组构阶段”“熟化：初步规约阶段”“固化：最终成词阶段”。 并以通感词汇化为例，对其做了较为

详细的讨论。 这种阶段性，对于修辞现象的词汇化具有普适性。 任何一个修辞现象的词汇化，可
有不同的路径和过程，但一般都要经历这三个阶段。 所谓“初化”，即指“变化之始”，是一种语言

形式最初的修辞化用法，或为语言线性单位的超常组合，或为词语形义关系的变异匹配，总之是

一种“临时组构”。 “熟化”是一个修辞化形式被人们重复使用而实现“初步规约”，这个阶段大体

上就是鲍尔所谓“约定俗成规约化” （布林顿、特劳戈特 ２０１６: ７５），是词汇化的中间过渡阶段。
“固化”是词汇化实现的标志，意味着“最终成词”，其主要标志是词语对于语境的依赖性弱化，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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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领域更广，修辞色彩趋淡，修辞义逐渐退隐，表层概念义随之突显，结构融合定型。 如现代汉语

“触电”一词，原指“人或动物接触较强的电流”，但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了

一种新用法：
（９） 有些文学作家怕写电影剧本，怕和电影厂打交道，干脆说：我们怕“触电

��
”！

（《人民日报》１９７９． １． ２２）
这是变异性修辞化用法，具有个人性、临时性与情境性的特点，其修辞意义是以望文生义的方

式通过具体语境生成的，脱离语境便难以成立。 由于语义新异，故用引号作形式标记。 从词汇

化角度说，便属“初化”阶段。 与大多数修辞化用法相似，这种用法很可能会是昙花一现，要是

这样，其词汇化之路便自然终止。 但由于这一用法新鲜别致、富于表现力，随后几个月的《人
民日报》中就见到有人重复使用，如“打消多年来一些作家‘怕触电

��
’的顾虑”“我尝了‘触电

��
’

的味道”等，并在别的媒体上也能见到用例，这便在词汇化之路上迈进了一步，进入“熟化”阶
段，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因影视行业的蓬勃发展，现代媒体的不断拓新、大众参与率的持续上

升，这一用法有了更大的群众基础，重复率不断增加，并扩大了适用领域和范围，意义也有了初

步的规约，修辞色彩和意味呈明显弱化、沉潜趋势，不用引号的用法逐渐多见。 在世纪之交，这
一用法完成了词汇化进程，在词汇系统中实现“固化”。 其明显的标志是，《现代汉语词典》（第
５ 版）吸纳了这个义位：“指参加拍摄影视片等（多指第一次）。”从“初化”到“熟化”再到“固
化”是一个连续统，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认识这种阶段性，对于修辞与词汇互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比如，“闻”由听觉义

到嗅觉义的词义转变发生在何时，多有争论。 日本学者太田辰一（１９５３）认为变化发生在六

朝；张永言（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则认为先秦就已见“嗅”义之“闻”；汪维辉、秋谷裕幸（２０１４）也主张先

秦说，并采信张永言“闻”义最初是兼包听觉和嗅觉的主张；汪维辉（２０１５）还用通感理论加以

阐释和支持。 但问题似乎还值得进一步讨论。
“闻”的词义转移确是由通感修辞引发的，若从修辞现象词汇化的阶段性视角或可化解以

上的争论。 语言事实毋庸置疑，“闻”在先秦便存在听觉和嗅觉两方面的用法。 但据目前的调

查可知，“听到”义和“嗅到”义在使用频率上存在极大差异，“当‘嗅到’讲的只是偶见”（汪维

辉、秋谷裕幸 ２０１４），这个事实说明，两种用法在先秦不能一视同仁，这两种语义的词汇化进程

并非同步的。 因而，与其等量齐观地说，先秦的“闻”“兼包听觉和嗅觉两方面”，不如说，先秦

时“闻”作为稳定的词汇义是“听到”，“嗅到”只是偶一为之的临时用法，是修辞性变异用法，
从词汇化角度看尚处在“初化”阶段。 这一说法除了使用频率的支持外，还有两点不能忽视：
一是不能无视“闻”字从“耳”的事实，《说文》据之释为“知声也”，只认可“听到”义；二是既然

是通感，就意味着一种感觉对另一种感觉的挪移，有始源域与目标域的不同，“闻”的临时用法

的始源域是听觉，而目标域则是嗅觉。 再从历时发展的角度看，从先秦到两汉，“嗅到”义尽管

偶有使用，但频率一直不高，说明其词汇化程度还不高，尚处于上文所说的“初步规约”阶段，
在“熟化”过程之中。 直到了六朝时用例大量出现，才完成了“嗅到”义的“固化”，真正实现了

词汇化。 太田辰一认为“闻”的“嗅到”义形成于六朝，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无道理。 王锳

（１９９７）发现“闻”之“见”义，但从他所提供的用例看，总体上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且不少须借助

语境来理解，即使认可也是不很充分的词汇化，且到近代后期便逐渐消失了，可以说“闻”之
“见”义的词汇化之路，止步于“熟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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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　 　 语

综上，在大语言视域中，修辞与词汇的互动，是语言的本质所决定的。 词汇修辞化，是作为

语言符号的词汇在修辞主体达成修辞旨意的运作中转化为修辞符号的过程，存在“常”与“变”
两种不同形态，其生成机制关涉语言内外两个层面。 修辞词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指

修辞现象中词或非词的变异形式在历时发展中演变为词的过程，广义则不受显著“变异”之
限。 修辞词汇化的形态，主要表现为新形、新构、新义、新能的固化。 修辞词汇化存在初化、熟
化、固化三个不同阶段。

注　 　 释

① 与之相应，他还提出了“修辞的语法化”。
② 这类新词新义，谭学纯（２０１７）基于“从词条身份到词义都经过修辞化重建”的特点，将其归属于“空义位”，

以区别于“同一词条身份的词语形式”的旧词新义。 的确，与旧词新义不同，新词新义均非既有词汇系统

所有，其说不无道理。 不过在此我们从新词形的生成与既有词形的关联性角度将其视为词汇修辞化现象，
放在本节中来讨论，旨在明确新词形的出现并非凭空而来，它与旧词的修辞化密切相关。 “词构变异”的

安排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③ 王希杰先生对于潜、显理论的探讨，始于对语言中“空符号”现象的关注。 他受索绪尔组合与聚合理论的启

示，观察到语言中存在“并没有相应的语言符号的语义单位”，即为“语言的空档”“语言中的空符号”，认为

“它们是语言世界中的潜在着的事实，潜语言现象”（２０１３: １—６； ２０１６: ２１５），并做了一系列的研究。 可见

语言的潜、显理论与索绪尔学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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